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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国红十字会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献最多的民间慈善

组织。它不仅在国内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同时也是一个跨国性的慈善组

织。其牵涉面宽，创办、管理、运营等也相当复杂。因此，考察中国红十字会

在近代社会建立、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既能较为直观地反映中国近代慈善事

业发展的脉络和特点，也能反映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处境及其功能，

以及慈善组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的内在关联和影响。概

言之，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

缩影。

在慈善史研究领域，中国红十字会在 ２０ 世纪末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

注，它是十年来学术界研究最深入的一个慈善公益组织。在国内，以周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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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张建俅等人的论著最为丰硕；在海外，美国学人也有相当深度的探

索①。本章主要在著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酌借鉴学术界相关学人的成果，

梳理出近代中国红十字慈善救济的发展演变脉络。

一、晚清中国红十字会的产生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一般以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设

立为标志。而在此之前红十字会组织已在中国出现多次，只是创办主体多归于

外国人，存续时间短暂。然而，正是外国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军人在中国创设

红十字医院的实践，成为中国设立自己红十字会组织的一个启发与借鉴。

（一） 甲午战争前中国对红十字会的认识与讨论

红十字会是诞生于欧洲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它体现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国

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公法意识。它的诞生，肇端于 １８６２年瑞士亨利·杜南出

版的 《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它构想了一个为各国所认同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救护战争伤兵的国际性机构。该书一经面世，就获得了西方许多国家元首、

王公贵族、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法国作家雨果向杜南表示钦敬并祝愿

他的理想成功。英国著名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女士也去信积极支持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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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论著主要有：池子华、杨国堂等： 《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池子华：
《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 （１９０４—１９２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张玉法主编、周秋光等
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 （１９０４—２００３）》，台湾红十字会总会刊印，２００４ 年。论文方面：周秋
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
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６ 期；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
国际交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 ４ 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
传与经费筹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４ 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
织与发展》，《近代中国》第 １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
万国红十字会》，《史林》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 （１９０４—１９１２）》，《政大史粹》
第 ２期，２０００年 ６月；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周秋
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１日第 １１版；刘超：《略述 １９世
纪末 ２０世纪初中国的红十字会活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Ｒｅｅｖｅｓ，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Ｂｅ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ｅｒｃ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００ － １９３７ （Ｐｈ Ｄ），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Ｍｉｃｈ ：ＵＭＩ，１９９８ 



在人们口头赞扬的同时，瑞士日内瓦公共福利会的成员们已经行动起来，决定

将杜南著作中的构想付诸实施。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会长莫瓦尼埃成立了一个行

动委员会，由五名知名的日内瓦公民组成，其中有亨利·杜南本人、瑞士的杜福

尔将军、阿皮亚医生及莫诺瓦医生。这个五人委员会成立于 １８６３ 年 ２ 月 ９ 日，

杜福尔将军任主席，杜南担任秘书，按照杜南 《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的构想

进行活动，最初命名为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的前身。从此，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红十字组织诞生了。１８６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９
日，１６个国家的 ３６名代表应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邀请聚首日内瓦开会，

会议通过了十项决定，它成了红十字运动的宪章，并确定了 “伤兵救护国际委

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式。国际红十字运动由此诞生。

１８６４年 ８月 ８—２２日，瑞士政府组织召集的由 １２个国家代表出席的外交会

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起草的

《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个日内瓦公约。虽然该公

约仅有十项条款，但却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在此之前战争和法律是互

不相容的，但红十字运动的创立者们却认为即使在战争中法律也是能够适用的。

该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交战双方的伤员从退出实战时起，就已中立化而不再是

参战人员，应不分敌我、肤色给予人道待遇；救护车、医院以及使用这些设备

为伤员服务的人员、收容伤员的平民，都应受到公约的保护；白底红十字作为

战地医院和救护人员的保护性标志等。这一基本精神贯穿在以后缔结的几次日

内瓦公约的主要条款中，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也称 《蓝本公约》或 《红十字公

约》。

在中国近代社会，虽然中西方交往也比较频繁，许多西方的新生事物传播

到中国，但是，西方红十字会进入中国却步履维艰。这不能归因于中西方距离

遥远的地理因素，根本还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生存状态。首先，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处于一个

不平等的地位，从而阻塞了中国正常参与国际社会生活的渠道。其次，近代中

国本质上仍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其对内与对外制度还都处于比较封闭、蒙昧的

状态，现代外交体制尚未建立，自身还不具备折冲世界的能力，再加上东西方

文化传统的迥异，其在相互学习和取舍过程中，自然有一个筛选过程。

甲午战争前，中国对红十字会的了解是零星和朦胧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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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出现十年之后，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这是由中国境内的涉外战争而起。

１８７４年 ５月，日本在我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局部冲突。上海的

《字林西报》与 《申报》等报刊就此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字林西报》乃是

寓沪西人创办的英文报纸，对当时专为救济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给予关注和思

考，只是在报纸中未出现 “红十字会”这一名词。而其论述内容则全为红会规

则，即该救治组织的中立性，不属彼此军队，对双方军队的伤病员皆为施救，

以及交战双方应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应为其施救工作提供便利等等。还

指出义务施救队与战争双方的关系，“（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

均令设法调治”。并引述刚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时 “有一万三千人，不受

俸而甘心协力于济治各伤兵之士，既不分彼此，惟从中以济治也。则两军亦视

为局外之人，而事不加扰。而此人之行善亦不可计算矣”。《申报》主笔亦看到

这种慈救组织在战争中保全伤员性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也希望中国能仿照办理。

“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然欲兴此举，须两面商妥，且约束

诸兵，使不纵悍心猛气，而杀害局外善济之人。庶几有应召而来，发青囊以处

于两军之中者。”①

然而考之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想以中国为主导来建立以救治伤兵为目

的的红十字组织，是时机未成熟的。中国内部战争向无施救双方伤兵的传统，

亦多不为社会关注。至于中外战争，中国以弱势地位也无此号召力和公信力，

会商于两造根本也无从谈起。在中国近代社会欲创立救治战争伤兵的慈善组织，

必须借助于外力，唯有他们才有此资格和力量。中国近代的红十字会历史正是

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字林西报》记者的预见性。

该报记者说：“东洋与中国或将来有交战之事，则宜预筹者首在民命。”② 由于

１８７４年中日冲突规模较小，双方死亡亦很少，因此在当时未曾出现救治战争的

红十字会慈善组织。但是，迨到甲午年间日本大举侵华之时，以西方力量为主

导的红十字慈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设立了专门救治

中国伤兵和难民的 “红十字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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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１８７４年 ９月 ７日。

《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１８７４年 ９月 ７日。当时关于筹设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组织的
讨论最早发表于 《字林西报》，该日的 《申报》除翻译此文之外，并有评述。



台湾地处中国海疆，天然拱卫大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台湾成为中国近代得风气之先的重要地区，它与西方文

化的联系也较内地紧密。在当时，台湾就有一些西方医生和教士在当地传播红

十字会精神和战时医疗救护技术，其中以英国人梅威令医生最出名，影响也最

大。在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梅威令医生在台湾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治

病外，还专心培养在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梅威令认为，“临阵

对敌，非死即伤。死者已矣，伤者必为之救拯，而中国则向无此法”①。梅威令

在医院中开馆授医，就是有感于中国在战斗中一向无疗救伤兵的习惯，而这在

西方已经载入公法，此举即是为了改变这种漠视民命的状况。梅威令的教育指

导思想，除传播西方医疗技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以西方的红十字会医疗人员

为示范，为中国培养专门救治战争伤兵的医学人才。从当时 《申报》所载对梅

威令医生的评论，即可了解到他的苦心孤诣：“泰西各国皆有随军医士，照万国

公法之例，虽在两国交绥之时，而此辈随军医生自成一队，另有号衣，两军皆

不得犯之。设有受伤倒地，无论为弁为兵，即由医士舁去敷治。此种随军医生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皆能照顾病人，料理伤患，各国各军皆有之，中国独无。

（梅威令）故发此心愿为中国创此未有之齐。”② 从该则报道也可看出，西方以

救治战争伤兵为专职的红十字会思想已逐渐在中国传播，并开始为人接受。

梅威令的红十字医疗人才教育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

而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得到较广传播，引起不少政府人员的高度赞赏。梅威令

开设的慕德医院共招收学员 ４名，其中李荃芬、陈呈蓕、吴杰模 “兹三人者乃

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一人叫林环璋，该人 “不习医理，在院襄助事

务 ９年”，因此对于医院管理事务则颇为擅长③。１８８７年，梅威令曾带领学生到

天津晤见李鸿章，颇受李氏赞许，特别致函刘爵帅省三和林帮办，嘱其帮助梅

威令④。翌年，梅威令又到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绅为裁判，对其学生学

习水平进行评定。学习西医的 ３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林环璋则被 “授予办理

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上海道莅临此会，并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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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论西医将行于中国》，《申报》１８８７年 ９月 １４日。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１８８８年 ８月 ７日。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１８８８年 ８月 ７日。
《论梅威令医生教习之认真》，《申报》１８８８年 ７月 ２８日。



认为 “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①。

但是，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在 １８８９年这些学有所成的西医学生到天津李鸿

章处请求为国效力的时候，却为人所阻，反被英国人聘用。正如当时 《申报》

所评论：“此甚可惜之事也。”② 英国人梅威令企望改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推

动中国慈善事业与国际接轨，并为中国培养红十字医疗人才的工作遭到挫折和

失败。但是他毕竟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做了开拓性工作，为后来红十字医疗慈善

组织的出现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１８９５ 年 ２ 月，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医院的时

候，还有人旧事重提，认为英国梅威令医生早在 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在台湾即设立

红十字会，并培养了数位红十字医生③。这就是对梅威令医生工作的最大肯定。

（二） 甲午战争时期红十字会医院的创办及其工作的开展

不管情愿与否，在 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已很

深入。即以甲午战争为例，它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斗争。战争一开始，世

界就感到震动，围绕和战、交战国居民保护、战争调停等问题所展开的多国间

照会、磋商、会议等连绵不断。甲午战争受到世人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在当时还存在一个远离利益纠葛与

争夺的世界话语体系，也眷顾着中国。这一世界话语体系，就是国际红十字会。

虽然它多为人们所忽略，但是它的出现对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作用是重大的，

它影响了此后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发展会员的惯例，必须经由国家名义莅会签约，方

承认其为会员国。而红十字会组织在国内的发展，当然也是由本国人士为主导。

但是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从未参加过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会议，中国也鲜

有知晓红十字会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势必由外国人士唱

主角。１８９４年 １２月底，外国人已经在中国东北的营口 （牛庄）设立了红十字

会医院。但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且各地外国人也多互不统属，所以 １８９５年前

的红十字会医疗组织是多头并举的，各组织之间也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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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在中日开战之后，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曾有所动作，并向中国

政府捐助药品。１８９６年，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记载：“该会总董等闻信，

即寄助药料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① 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均不曾设有

红十字会，所以这里所说的红会总董，当是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无疑。但是，

由于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十字会出面为

中国组织红十字会显然是不可能的。倒是在华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医疗组

织的重任。

１８９４年 １２月底营口出现的红十字会医疗组织，存在两个创办主体，分属

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在东北辽阳等地传教的联合长老会。他们接到中日开战的

消息后，即从内地教堂撤出。当时是 １２月底，金州战斗刚刚结束，而中国的受

伤士兵又没有专门人员救治，于是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即与外国兵船人士联

合在营口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很快，金州伤兵就挤满了这所医院。联合

长老会寄往本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军事当局没有向伤员提供任何可行的应急

措施，既无医疗队，也无军医。”这是这次战斗最糟糕的事情。因此，联合长老

会的教士就承担了救治中国战争伤员的重任②。而据 《申报》所载，当旅顺战

斗失败之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但是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西方在华人士

即组建红十字会医疗队，乘图南轮船前往东北救治。不想，随日本侵略军来华

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也收治中国伤兵，于是，这支红十字医疗队即准

备返回③。也就是说在 １８９４年底，外国人在创办红十字医疗机构的时候尚处于

随机自发状态。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兵船人员所组成，主其事者为戴

理医生 （又译戴利）和克里斯蒂 （Ｄｕｇａｌ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医生，刚开始红会医院仅有

８人④。随着战争的继续，红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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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首先是中国受伤士兵对外国红会医院信任感的增强。起初，中国士兵接受

红会医院的治疗，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国当局缺乏疗救的任何手段。但是，

通过治愈者对切身体验的讲述以及起死回生的现实效应，人们很快改变了看法。

克里斯蒂医生在一份报告中即指出：“我们医院应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军。那

些早期治愈出院的伤兵对于树立其后来者接受外国人治疗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医院的伤兵数量也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加”。其次是中国军队指挥官也认识

到红会医院在战争期间的重大价值，因此与红会医院建立了直接的伤兵救治机

制，并且尽其所能为红会医院提供帮助。刚开始，中国伤兵到红会医院诊治是

零星的、自发的，但是后来直到牛庄陷落以前，当地中国军官都直接命令将伤

员送交红会医院治疗。其三是联合长老会人员全力投入到中国伤兵的治疗之中。

由于伤员数量剧增，他们又租了当地其他几处旅馆开办红十字会医院。１８９５年

１月份，他们所有的医疗人员全部上阵，给每所医院配备 ４ 位医生。而这时从

Ｍｏｕｋｄｅｎ （奉天）赶来的克里斯蒂医生的一些学生也付出了巨大努力①。

据戴理医生的报告，营口红会医院从 １８９４年 １２月创办时的 １所，到翌年 ４
月已经发展到 ４所，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 ３个月中即医治中国伤兵近千

名 （参见表 １８ － １）。当时不少外国医生还不断加入到红会医院中来。其时，英

国斐礼勃伦兵船医生班尼就请求戴理准其办理红会医院，获得允准。班尼即携

其船上兵官 ２人、水手 ３人帮同护理，承担了营口一所红会医院的救治工作②。

表 １８ － １：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伤兵 （部分）数量表

时 间 医治伤兵数量 战 役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５０ 金州战役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２００ 盖州战役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６００ 营口东 ２０里大战

资料来源：根据 《申报》１８９５年 ４月 ６日 《译营口红十字会致谢募费并述近状书》绘制。

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的建立稍迟于营口，当在 １８９５年 １月份建成，因为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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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中旬，上海汇丰银行即汇交烟台红会医院劝募经费 １１００两之多。山东沿海

尚未发生战事时，即从辽东前来大批伤兵，于是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伤兵救

疗事宜。据 《中国教会医疗杂志》记载，一位名叫 ＡＷ Ｄｏｕｔｈｗａｉｔｅ的教会医

生前往拜见驻烟台的登莱青兵备道，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以在战时治疗中国

伤兵，但是需要道台提供一些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该建议得到批准，于是

不久之后，“红十字会会旗即飘扬在医院的上空”①。

由于烟台距离战地较远，烟台红会医院救助伤兵的数量不及营口。１８９５年

２月，在院治疗者仅有百余人。当时在烟台红会医院接受疗治的一名中国伤员

邮寄 《申报》一封信函，报告医院具体情形：“小人昆季五人，俱隶名军籍。迩

来已死其四，小人尚获生还。当正月十五日，求医者多至一百人。有需用木板

夹腿者，有需托其膀臂者，医生忙碌非常。因招英国恩堂鸣及生都梁二兵船上

军医为之襄助，并有教士六人暨女教士三人料量汤药。英水师提督、领事官及

各商皆临医院察视，近来屡有馈药捐资者，诚可谓好行其德矣。”② 至 １８９５年 ４
月底，随着战事基本结束和中日两国和议的进行，烟台红十字会医院已处于收

束时期。据当时该院医生统计，中国受伤士兵住院治疗者共计 １６３人，“至伤势

甚轻、敷治后即去者，更不可以数计”。在烟台红十字会医院收治伤兵的过程

中，因伤重而死者 ４人，两腿俱被弹药击去者 ３人，另有 ２７ 人其时尚留在院，

因为他们 “大都须装假腿假臂”③。此即是烟台红会医院工作的大致情形。

大致在烟台红会医院成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专门救治中国伤兵的红十

字会医院以及由它所统辖的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从天津红会医院的最终

工作报告来看，它的规模大大超过了营口，包括红会所属的医院以及医治伤兵

的数量。在甲午战争时期，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因此天津红会医院所救治

的伤兵主要从辽东前线转运而来。当时天津的外国人酝酿成立了 “独立红十字

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并且向营口派遣了一支红十字会医疗队。

红会医疗队主要是在战地帮助非红会系统的医院工作，而天津的红十字联合会

则负责红会医院的筹建、伤兵的治疗以及与各方面的协调等等。天津红十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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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还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这里由两名红十字会人员负责，他

们将从前线撤退的伤兵妥善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①。

当时天津红十字会联合会下辖 ５所医院，即 Ｂｅｎｎ医生负责的卫理公会女子

医院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Ｋｉｎｇ医生负责的女子医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ｍｉｔｈ 医生负责的伦敦会医院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ａｚｅｒ 医

生负责的红十字会医院 （Ｒ 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ｎ医生负责的总督医院（Ｖｉｃｅｒｏｙ’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这些医院治疗的伤兵人数在 １４００左右②。

从 《申报》与 《中国教会医疗杂志》对红十字会医院的记载来看，当时中

国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多是自发形成，其间并不存在

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烟台则多所

交通。营口与烟台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上海相维系，因为当时两地款项都相当支

绌，红会医院难以为继，于是两地即联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

外人士募集，所得之款，也在两地之间分配。为此，上海地方的外国人在甲午

战争时期还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会主要是一募捐筹款机构，人员

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主等组成，它向营口、烟台的红会

医院提供款项。上海红会实行董事制，其绅董主要有英国传教士慕威廉、汇丰

银行副挡手爱地斯、前亚加剌银行挡手甘布尔、丰泰洋行主活母、英国驻沪总

领事等③。如前所示，天津红会医院主要由该地设立的具有独立性的红十字会

联合会负责。

（三） 甲午战争后中国慈善组织对红十字会的模仿

甲午战争时期西方人士开办的红十字医院和日本赤十字社留给先进中国人

的印象深刻，尤其对当时的慈善家来说，这种新式慈善组织的理念和运作方式

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在此后的几年中，中国人自己开始办理类似红十字会组

织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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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中国施医局的创办。该年，上海士绅汪炳等

人参考红十字会的办理章程创办了中国施医局。该局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

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

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

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① 其章程反映出中国施医局开始有意识地参考红十字会

章程行事。中国施医局的成立得到了苏松太道的批准，但其救护活动 “局限于

上海一隅，不具有全国性和普遍意义”②，尽管它聘请西医参与，但其对西方各

国是否认可不作要求。因此，只能说中国施医局的创办与运行带有红十字色彩，

但它仍然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方性善堂，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其次是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创办。救济善会、济

急善局是 “庚子事变”时期出现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救济组织。是年八月十六、

十七日，上海 《申报》分别刊登了 《救济善会启》《救济会章程》；同月二十五、

二十七日，又刊登了 《济急善局公启》 《承办济急善局章程》，说明救济善会、

济急善局已相继成立。救济善会 “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

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

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③。它成立后

不久，陆树藩等人又向李鸿章禀请 “鼎力成全”④。这表明救济善会具有如下两

个特点：它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招牌，以期获得各国领事的认可；它由地方绅商

自捐自办而成，但寻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来救济善会如愿以偿，得以 “禀

奉直隶总督李傅相批准，并由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瑞观察照会德国总领事给发护

照”⑤。

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亦具有与此相同的特点。它和救济善会 “都在借助红

十字会方面有着明确的意识”⑥，而在取得政府支持方面则比救济善会更甚：济

急善局在刚宣布成立时就提到 “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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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文海、朱浒：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 《清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
第 ２期。

《苦海慈航》，《申报》１９００年 １０月 １６日。
《陆部郎禀李傅相稿》，《申报》１９００年 ９月 ２１日。
《救济善会启》，《申报》１９００年 ９月 ９日。
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
《照录中国施医局章程》，《中外日报》１８９９年 ５月 ５日。



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设立济急善局”①。此处 “信厚”是指

济急善局的主要创始人严信厚，“合肥相国”是指李鸿章，这里特意表明 “奉合

肥相国面谕”，无形中就将济急善局与政府间的关系拉近了。在实际救护过程

中，济急善局也确实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如袁世凯曾帮该局垫发

银五千两、盛宣怀帮该局筹垫规元二万两等②。救济善会、济急善局成立后，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各种捐款、救护活动。以上可以说明救济善会、济急

善局已具有一定的 “国家性”与 “国际性”，它们可以算作是带有红十字色彩的

救护组织。

再次是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创办。这年日俄战争

爆发，而战场却在中国的东三省，这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清政府

竟然置国家主权和国民生命于不顾，发布所谓 “中立”上谕。这就给具有义赈

传统的上海绅商以巨大的刺激。他们为了救助当地的南方商民以及被难灾黎，

于 １９０４年 ３月 ３日在上海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普济善会，主其事者为上海

记名海关道沈敦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东三省普济

善会得到了当时清政府的支持。清政府委派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驻沪商约副

大臣盛宣怀及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与沈敦和等上海绅商联系，并对善会的救护

活动提供各种便利。但是由于东三省普济善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因

此不享有红十字会所享有的权利。当它在战地施救时，往往得不到交战双方的

承认和保护，多所掣肘。由此可见，在真正面对国际性战事的时候，传统特色

浓厚的中国善会组织即使假借着红十字的名义，也很难受到正式红十字会组织

的待遇，更无法发挥红十字会组织救死扶伤的基本职能。也正是面临的现实困

境，才最终促使东三省普济善会改弦易辙，借助西人的力量于当年正式创办了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红十字会组织，它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正式红十字会组织。

（四） １９０４—１９１２年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与初步发展

１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由于中国尚未加入瑞士国际红十字总会，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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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济急公函》，《申报》１９００年 ９月 ３０日。
《济急善局公启》，《申报》１９００年 ９月 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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